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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天生下来的智商不同，健康不同，际遇不同，运情不同——收入或财富也跟着

不同。某程度的贫富分化无可避免。过于极端的分化不容易被社会接受。另一方面，理论与

历史的经验说，采用任何政策去推行财富或收入平均化，对经济运作的活力或多或少有不良

影响，因为这些政策会削弱对社会产出有重要贡献的成员的积极行为。 
瑞典模式中国无缘 
像瑞典那样的国家，税项多而重，福利、补贴等高得惊人，是一个贫富分化不大而还

算得上是富裕的国家。但瑞典的人均土地面积比中国高出无数倍，知识资产早就达到了一个

高层面，中国是无从效法的。瑞典老百姓的居所一般比中国老百姓的舒适很多。他们建造房

子的费用飞到天上去，同样水平的房子之价不比中国相宜。在饮食那方面，我不认为他们的

老百姓比中国的老百姓优胜多少。他们大胜中国的是人民的生活远为写意，用不着像炎黄子

孙那样到处跑。陶渊明的生活不会在人均农地一亩左右出现。贫富平均化的社会成本高，炎

黄子孙昔日的经验是他们付不起。 
歧视土地的传统 
贫富分化过甚社会不容易接受，而这分化最难接受的是源自土地或楼房的价格变动带

来的那种。源自土地或楼房分配的贫富分化带来的印象，是既非天赋之能，也非勤劳所得。

买下了房子，其价无端端地上升了几倍，不是不劳而获吗？其实往往要靠先用功，赚点钱，

也要讲眼力，虽然幸运的因素存在。很少人会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香港与九十年代的中

国，投资于房地产输身家的人无数。奇怪，社会不可怜这些人。 
这里还有一个古典经济学派的误导：这学派认为租金或地价怎样变动土地的供应量也

不变，所以在抽税的话题上土地要特别处理。这就带到后来对我们的孙中山先生有很大影响

的十九世纪美国经济学者亨利‧佐治的《进步与贫穷》那本书。该书提出单一税制，即是只

抽土地或房地产的税。佐治是个了不起的宣传家，作为经济学者他不及格。谋生计也不及格：

他信奉买地必定发达，但晚年自己是个穷光蛋，葬身之地也要朋友帮忙。孙中山先生的经济

思想主要来自《进步与贫穷》，对炎黄子孙或多或少有点影响吧。 
出售土地是中国发展的资金来源 
我不要在这里谈思想、讲理论。我要指出的是中国经济改革有今天的成就，主要原因

是在县际竞争这个史无前例的制度下，土地的使用搞出了精彩的变化（见拙作《中国的经济

制度》）。要是北京早就推出最近的楼房政策，中国今天会怎样不好说——一位朋友劝我不要

说！ 
不仅土地的使用得宜大幅地提升了生产效率，政府出售土地是经改需要的资金的主要

来源。记得五年前在上海，一位来自加州的经济学者问：「中国发展得那么快，资金从何而

来呀？」我打趣地回应：「九十年代初期不少外资到中国投资于房地产，九十年代后期房地

产之价暴跌，这些资金转到中国人的手上。」他拍案叫绝。我说的有说笑成分，但笑话中有

真理。 
早些时，记不起是一九八六年底还是一九八七年初，深圳的干部朋友邀请我到那里倾

谈，因为他们读到我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发表的《出售土地一举三得》。大家坐下来，

我开门见山地说：「不拍卖土地，让懂得建造楼房的外商赚点钱，你们不可能有足够的资金

把城市建设起来。靠北京输血不可能足够。」深圳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一日拍卖土地，今天是

一千四百万人口的国际大都会了。没有卖地的钱，今天在世界地图上不会找到深圳。 
香港的不利先兆 
也要提及的是那次深圳会谈后，我对香港财政司彭励治说：「深圳的年轻干部虽然学问



不足，但非常了不起，香港的公务员输了一筹。他们的薪酬不到你们的十分之一，有朝一日

香港会很麻烦。」彭老的回应，是他快要退休，将来的事他管不着。中国的青年学得快，一

九九六年底我推断香港会有十年以上不景。我可没有想到二○○三年内地会推出自由行，也

没有想到昔日港人称为表叔的会把香港的楼价炒到天上去。基本上我还是对：撇开楼价赚钱，

香港人的实质收入十多年来没有上升过。 
从动态看分化可以乐观 
先谈一下今天内地的收入分配才回头说房地产政策。读者要骂就骂吧：我认为内地的

贫富分化的发展不仅不是那么差，而且有值得庆幸之处。我认为整个问题要从动态的角度看

——静止的分化基本上无关宏旨。从动态看，老人家最开心的，是这十年中国农民劳动力的

收入大约上升了七倍。这是每年的复息增长率约百分之二十三！减除通胀约百分之二十的实

质复息增长年率，打个八折也是人类历史奇迹，何况中国的农民那么多，人均农地那么小！

起自朱镕基还在掌管经济的二○○○年，到温家宝时期加速了。 
上述的农工收入增长是我个人从几个地点获得的一手资料，不是农户的一般收入增长，

老弱残兵没有算进去，只算工作年龄的农工收入。流动人口多，这些年工作年龄的农民四个

有三个转到工、商业去，政府的统计因而不容易算得准。有些朋友胡涂得很，老是从户籍人

口看农民人数。算进老弱残兵，我提供的数据当然还要打个折扣。但农民还有农植的收入，

这十年中国农地的租值上升了两倍多。再另一方面，农民的住与食比城市的居民相宜。三年

前我推断，十年后中国农民的实质生活水平会追上城市的中层人士。今天看，如果最近几年

的农民收入增长能继续，再六年可以追上。 
没有断层与分化收窄 
上述的农民生活的急速改进带来了另一个让我们乐观地看贫富分化的理由。这是不管

这分化有多严重，中国没有出现断层——即是贫与富之间没有出现一片空白。贫富的分化出

现了断层是很头痛的事。昔日国民党时期有断层，今天的墨西哥有断层，香港还没有，但我

看是朝着断层的方向走。有些国家，种族问题会带来另一种断层：某些种族聚居的地方生活

很不好过。中国是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国家，帮一把。先敬罗衣后敬人的文化是有的，但举

世皆然也。 
我的推论，是只要中国农民的收入增长率高于城市中层人士的，会带来两个必然的效

果。其一是贫富的分化怎样极端也不会出现断层，而断层不出现贫富的分化有机会改进。其

二是只要上述的增长率继续，贫富分化的差距早晚会收窄。我当然知道很多中国农民的生活

还是很苦，只是认为从重要的「动态」那方面看我们有乐观的一面。 
动态持续愈久愈妙 
维护农民劳力收入的增长率非常重要。想想吧，如果今后五年农民劳力的收入增长能

保持过往十年的复息率，五年之后，以今天的物价算，一个农工的每月收入会达到人民币四

千。这会把工业的低档次技工推到月入五千多。当然不容易，也没有理论说可以或不可以。

事后孔明，我们知道这些年农民劳力收入的高速增长是由县际竞争下的土地灵活使用带动

的。泡沫不论，我想不出理由要推出打压楼市的政策来左右上述的发展。是的，在贫富分化

这个重要话题上，北京的朋友要从动态的角度看。经济发展成熟了的先进之邦怎样看是另一

回事，但中国要从动态看还有一段日子吧。只要上述的增长率能继续，这段日子愈久愈妙。 
公积效小廉租为祸 
回头说协助下层人士的楼房政策，可取的选择不多。目前内地推出的房屋公积金不会

有什么作为，尤其是楼价上升他们无缘分享。我们不容易知道一些市民对楼价上升的投诉是

因为他们没有自己拥有的房子，还是楼价上升他们得不到甜头。如果是后者，购买房地产的

股票是一种办法，但像楼价一样，有风险。这方面，北京可以考虑推出一种楼房股票指数合

约，为了避免影响股价要是外围的，像赌外围马那样，但要由有保障的法定机构执行。房屋



公积金于是多了一种选择：购买这指数合约。有风险的，要多赚钱就要多面对风险。 
政府提供廉租房不要考虑。香港昔日推出廉租房是因为难民涌至，不给他们提供栖身

之所对治安不利。这些廉租房后来搞到一团糟，给穷人定了「穷」位，虫蛇混杂，黑社会、

贩毒等行为集中起来。 
经适房的处理方法 
政府提供廉价屋可以考虑。这种香港称为「居屋」内地称为「经适房」的提供及分配，

在内地容易导致贪污行为。要是能处理贪污这一关，适当的做法可不是由政府兴建或让私营

建筑商兴建然后限价出售。适当的做法是由政府拍卖土地给私营建筑商，指定要装修好及小

单位的面积与变化，然后让私营建筑商在有竞争的市场以市价出售给条件过关的户口。廉价

的优待，是政府利用卖地的所得，以近于楼面地价的钱补贴给条件过关的购买户。这样通过

竞争的自由市场处理，政府只是少赚或不赚地价，建筑商有利可图，楼房的质量会跟自由市

场的取舍相同，除了单位的面积较小其质量不会因为政府提供而下降。换言之，这样处理会

杜绝偷工减料的行为。 
流动大军一条命脉 
细想之下，我不赞同政府提供上述的经适房，因为有一个难以解决的困难。目前中国

的流动人口还是很多，不少城市一半以上的居民没有户籍。可靠的数字我没有，但刚过去不

久的春运期间，三十八天内不计航空的交通客运量达二十八点五亿人次！这比总人口多一倍

以上，是中国独有的现象了。在这种各走天涯的人口分布下，目前不许没有某市户籍的购买

某市经适房，有欠公允，而如果凡购某市经适房的可获该市的户籍，流动者可能因为一点甜

头而被「锁」住。流动人口会有下降的时候，但今天不应该用楼房政策来左右他们的选择。 
我认为流动人口对国家的经济发展是重要的，跟中国的经济制度配合得好。一个明显

的例子，是三年多前北京推出新劳动法后，数以千万计的工作大军流动起来，迅速地减少了

失业及工业区的治安恶化。要改善流动人口的生计北京总可以想出比提供经适房较佳的方

法，不要以房为诱而把他们锁住。 
要把楼房政策的主导权力下放 
不打压楼市，不提供经适房，除了我在上期提出的避免楼市泡沫的方法之外，北京应

该做什么呢？我认为最好的方法，是把楼房政策的主导权力下放到地区政府去，某些地区以

市作主导，大部分让县作主导，除了提供大概的方针北京上头不要管。 
说过多次，中国的地区干部一般能干。房地产处理不当对他们的生计有肯定的坏影响。

这次北京打压楼市是明显地损害了地区发展的利益：增值税之外，地区政府要靠卖地的收入

来搞基建及其他开支。如果地区政府可选择，他们不会抽物业税。水出鱼、鱼饮水，抽物业

税会使卖地的收入下降，加上处理物业税的手续麻烦，对地区的楼房发展比不上只卖地不抽

税那么有效率。 
地区竞争不会搞高楼价 
这就带来一个重要的问题，一个内地的地区政府会不会像香港那样，搞高地价政策而

损害了经济发展及增加贫富分化呢？经济本科一年级的理论说，如果土地及楼房的需求弹性

系数低于一，政府为了争取卖地的最高收入会推出土地至该系数等于一而不再放出，过些时

日等到需求有所增加再放。这种高地价政策对经济整体的发展是不幸的。 
但内地的地区跟香港有两处重要的不同：内地的县际竞争激烈，而地方政府一律重视

工、商业的多元化发展。在这样的竞争局限下，只着重增加卖地的收入是自取灭亡。在《中

国的经济制度》那小书内我分析得清楚：增值税的分成对地区政府重要，而争取这项税收要

争取流动的人口给个面子。另一方面，在激烈的地区竞争下，楼价过高是败局。想想吧，一

个县免费提供一幅大地给一家名牌工厂，怎可以那样傻，搞高住宅楼价来把该厂吓跑呢？虽

然档次较低的工人可住工厂提供的宿舍，但职位较高或成家立室的，怎会不考虑住宅楼价？



我不是说中国的地区竞争制度好得天衣无缝，也说过还有好些细节要改进。但老人家的理论

说，北京放手让地区处理楼房，在竞争下必有奇效。 
给同学出个试题 
最后我要提出另一个有趣的观察。地方政府的收入主要靠两项。其一是增值税，全国

划一为百分之十七，县政府分成占该税的四分之一，即产出增值的百分之四点二五。其二是

卖地的收入，县的分成占百分之七十五，不同的地区可有变化。我要说的有趣观察，是要某

区的楼价上升还是下降，单是调校这两个分成率会生效。 
保持县政府的总收入大致不变，提升县的增值税分成率而减低县的卖地分成率，楼价

会下降；二者反过来楼价会上升。为什么呢？这会是香港中学高考的大好试题，不知内地同

学的本领怎么样。 
中国的经济制度是个神奇的制度，很有点妙不可言。两年多前我发表的《中国的经济

制度》写道：「北京显然没有充分地赏识他们自己做得对，做得漂亮，做得精彩。」看来今天

北京的朋友还没有充分地赏识自己发明的制度，也显得我这个老人家的影响力是零了。 
 

 


